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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是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關懷的議題，民主政

治的效率和市民社會的發展都仰賴民眾積極的社團參與。本研究合併

1990、1992、1995、1997、2000、2002、2005、和2007等八年的台灣社

會變遷調查民眾參與社團的資料，引進Yang and Land （2006）的年齡─

時期─世代分析法，企圖釐清台灣社團變遷趨勢的時期與世代的效應。

本研究發現台灣在解嚴後，只經歷很短暫的民眾社團參與成長，民眾社

團參與便逐漸地持續下降。細言之，1995到2000年間呈現些微下降，到

2000年後劇降，2007年有微升的狀況。根據層級線性分析的交叉分類隨

機效應模型分析，台灣1990-2007年社團參與變遷趨勢，時期和世代具

有顯著的影響效應。經過控制個人特質的固定效應（性別、年齡、族

群、大學畢業學歷）後，時期的效應都顯著的大於世代。1990-1995年

民眾社團參與率相對保持在較高的水準，但2000年以後社團參與下降的

趨勢便很顯著。出生於1956-1965年的世代是社團參與最多的世代，其

前後兩個世代也是積極參與社團的世代。1980年以後的世代出現顯著地

不積極參與社團的現象。大學畢業者在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的

隨機效應是不明顯的，但大學畢業者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

的隨機效應卻很顯著。本研究企圖從台灣民主轉型和高等教育擴張來詮

釋民眾社團參與下降的世代和時期效應的意涵。

關鍵詞：社團參與、情感性社團、工具性社團、年齡－時期－世代分析

法、民主轉型、高教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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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democ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depend on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We merged eight years 

of data on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from the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2007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using Yang 

and Land’s (2006) age-period-cohort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ose 

factors on changes in participation. We identified a short period of growth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following the cessation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followed by a small decline between 1995 and 2000, a dramatic decline after 

2000, and a small amount of growth in 2007. According to results from a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the influences of period and cohort 

on these changes are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ge, ethnicity, 

and attainment of a college degree, the effect of period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cohort. We found that the 1956-1965 cohort was the most active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that post-1980 cohor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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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ly inactive. The effects of college educa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expressiv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mong different 

periods, but wer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instrumental voluntary associations. 

We discuss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 

in Taiwan.

Keywords: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instrumental associations, 

expressive associations,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democratic 

transition, educational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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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二十年來，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在憂心「民眾社團參與呈現

下降的趨勢」。政治學家Putnam（1995）使用美國多年期全國性的民

眾社團參與調查資料，發現美國民眾社團參與的下降趨勢；進而警告

美國人，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所蘊含的信任規範和來回交換互

惠性（reciprocity）的網絡社會資本正在下降。若美國社會一般信任

下降，會導致政府治理效率下降，進而危及民主政治的發展。Skocpol 

（2003）針對這樣的下降趨勢，指出社團組織趨向組織化與制度化後，

造成社團組織漸漸由菁英來管理，社團內跨階級的互動減少，組織民主

的精神漸漸喪失，導致公民參與的意願降低。不論是從政治學和社會學

的角度來反省這個趨勢，都可見民眾社團參與趨勢的下降是一個學術上

重要的研究問題，但在趨勢分析方法和變遷趨勢的解釋上仍在一個探索

的階段。

1987年的政治解嚴是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自主性社團得以

合法地發展。然而，台灣過去在探討民眾社團參與的議題，多半偏向社

會運動組織動員發展的個案研究，或是使用零星片段的統計資料來展現

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故，至今仍缺乏完整且有代表性的長期資料來具

體呈現變遷的趨勢與意涵；也因此，我們無法確立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

的趨勢，並進一步解釋可能的結構因素。有些研究使用內政部公布的社

團參與資料描述性地呈現台灣社團參與趨勢（王甫昌 2003；顧忠華、

林勝偉 2004），這些研究呈現解嚴後台灣民眾參與社團是快速成長的

趨勢。然而，林亞鋒（2007）比較1992、1997、和2002年的台灣社會變

遷調查民眾社團參與數目時，卻發現台灣民眾參與社團數目有下降的趨

勢。可見，資料的片段和資料品質沒有確立，及分析方法的不一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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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導致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確立與解釋的問題。故從事民眾社團參

與變遷趨勢研究時，首先要在分析策略和分析方法上確立一個比較細緻

的趨勢分析技巧；繼而，還需探索解釋影響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制

度轉型力量。

在分析策略上，西方學者在分析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時，都會

考量依照社團的類型，來觀察變遷趨勢。例如：Putnam（1995）的研究

發現真正造成美國民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主要是指民眾參與鄰里性

社團和教會的數目下降；反之，參與新興的婦女和環保團體的數目是呈

現成長的趨勢。本研究在社團參與的類型分類上，透過嚴謹的文獻回顧

概念化過程，及統計分析策略，採用「情感性社團」和「工具性社團」

的分類，並企圖觀察民眾在不同類型社團參與上的變遷與意涵。情感性

社團主要是在滿足會員的內部需求，促進成員的情感連帶與凝聚力；工

具性社團是結合會員的集體行動力量，有目的地向組織外的社會與政府

爭取利益，改變政策。鄰里和教會等社團，是傾向於情感性社團；而婦

女和環保社團是屬於工具性社團。

社會學家提出各種較精深的趨勢分析方法，可以分解並驗證民眾社

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效應。Paxton（1999）將時期當成自變數，對民眾一

般信任和社團參與數目進行因果關係分析，結果發現時期對民眾社團參

與數目沒有任何顯著影響。其實，將一般社會調查多年期資料合併，

過去多半是使用世代分析，但世代分析無法釐清時期、年齡和世代之

間的相關。直到Yang and Land（2006）從2004年以來一系列的論文，

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s Model, 

CCREM），來驗證時期和世代的影響效應；社會變遷趨勢的成分效應

才得以更精緻地被分解和驗證。本研究企圖引進他們的分析方法來分解

並釐清台灣民眾從1990年以來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時期和世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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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解釋解嚴以來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時期和世代的制度變

遷意涵，本研究企圖從兩股社會制度轉型趨力來探索之。一股社會力是

來自於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另一股社會力則是來自於台灣的高等教育

擴張，大學畢業者或中產階級對於社團參與的理性化變遷模式。政治學

者認為台灣的民主轉型是一個由上而下，由國家主導漸進改革的模式，

並非像西方民主化發展過程中，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由下往上發展的模

式（Gilley 2008）。故，在解釋反省台灣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時，

本研究特別注意台灣民主轉型經驗與經驗資料的關聯性。社會學家在探

索台灣社團參與和社會運動組織興起的社會力解釋時，多半主張社會參

與的成長源自於中產階級的興起（蕭新煌 1990）。照理說，從1990年

以來，台灣高等教育快速擴張是有利於民眾的社團參與和市民社會的發

展。高等教育的人多半是中產階級的來源，這群人的社團參與行為是相

當利益導向的理性選擇，期望社團參與的行動能有效地影響公共政策。

隨著高教擴張，大學畢業生會參與更多的社團。

總之，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在企圖使用較精緻的統計分析，勾勒台

灣解嚴後民眾真實的社團參與圖像；並嘗試從兩股與這個社會變遷趨勢

關聯的制度轉型來詮釋台灣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社會學意

涵。本研究將使用1990、1992、1995、1997、2000、2002、2005、2007

等八年的社會變遷調查民眾參與社團的資料，進行兩階段的分析。第

一個階段是描述民眾在各個社團參與八年的變遷趨勢。第二階段則使用

Yang and Land（2006）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法，企圖釐清對台灣民

眾社團參與變遷的影響效果。同時，我們也特別關注大學畢業的受訪者

對於參與社團數目的影響效應，在不同的時期上的變化。最後，我們進

一步地針對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和工具性社團數目進行相同的模型

分析。也企圖探索高等教育擴張後，大學畢業對情感性社團及工具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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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如何隨時間變化而變異。

二、文獻探討

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相關研究存在許多爭論，在文獻探討時，我們

首先回顧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相關文獻，及討論情感性和工具性社團類

型在研究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分析的意義，並針對分析方法的討論作

一個簡單回顧與反省。繼之，本論文企圖從解嚴後的民主轉型與高教擴

張來探索與台灣社團參與下降趨勢的關聯性。

（一）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研究發現與爭論

Putnam（2000）在《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中，具

體的提出美國民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引發學術界和公共政策界很大

的震撼。Putnam （1995, 2000）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觀察到美國民眾在1974到1994年間，參與幾個重要組織的比

例都在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主要社團是和教會有關的團體、勞工工

會、兄弟會、退伍軍人協會、和學校服務有關的協會。此外，使用相同

的題組，觀察不同年度的各項公民參與的指標（教會出席、公眾會議出

席、投票率和花在鄰里社交時間、感覺信任的程度），結果都呈下降趨

勢。社會學家後續針對Putnam（1995）社團參與的下降趨勢的研究，使

用相同資料，嘗試各種處理時間趨勢分析的方法與技巧，研究發現常出

現不一致的現象。大致歸納的原因有二：社團參與類型意義不同，長期

變遷趨勢也不同；隨著長期趨勢分析方法的改進，有關社團參與變遷趨

勢分析有更精緻的發現與結論。以下將就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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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分成這兩個部分來討論。

1.社團參與的類型與社會學意義
社團參與的類型不同，其變遷趨勢也不同，因此，在從事社團參與

變遷研究時，先區分社團參與類型可以減少不同類型社團參與變遷趨勢

造成的混淆效果。許多西方研究也指出民眾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團所生產

出來的聯繫和功能是不同的。Putnam及後續社會學者進一步分析相同

資料的結果，也指出美國民眾社團參與下降快速的社區型和教會型的社

團，會快速地瓦解社會凝聚力。大多數有關民眾參與社團組織的研究，

都會進行社團參與的分類，只是不同研究會採用不同分類概念定義。

不同類型的社團參與究竟有何社會學意義？法國社會學家Rose

（1954）認為志願組織可以分成情感性組織（expressive organizations）

和具有社會影響力（social influence）的組織；前者是滿足成員興趣和情

感滿足，後者則是參與團體希望透過團體的集體行動，對社會產生影響

力及企圖改善社會的福利和就業條件。簡言之，前者是一種自我抒發情

緒的情感性組織，後者則是透過集體行動產生公共政策改變的工具性組

織。一些社會學家將民眾的社團參與分成地方性和跨地方性組織，也進

一步發現地方性的組織是促進同質性的聯繫，但跨地方性的組織是促進

異質性的聯繫。社團參與是地方性的類型，則社團參與偏向情感連帶與

地方集體認同的功能；但社團參與屬於跨地域的組織，則社團參與傾向

於工具性的目的與功能（Feld 1982; Kalmijn and Flap 2001; Marsden 1990; 

Popielarz and McPherson 1995）。所謂工具性志願組織是組織成員為組

織以外的活動和目標而努力，例如：職業團體和政治團體，都為了要透

過立法，為社會或成員獲取更多利益。但情感性的組織，則組織內部成

員在參與組織內部活動時，便能滿足組織成員自身的需求和社交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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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nville 2004）。

社會網絡的學者，長期以來在分類社團參與的類型時，會考量社

團類型所奠基的同異質性或強弱聯繫和功能。一般而言，情感性社

團，多半是仰賴血緣、地緣及宗教等社團，社團內部成員聯繫強度較

強，同質性較高，容易形成封閉性的網絡，進而產生較高的結構凝聚力

（McPherson, Smith-Lovin and Cook 2001）；例如：Coleman（1988）

指出社區鄰里學校父母子女間網絡關係的封閉性，有利於信任規範的

形成和社會控制功能的產生。工具性的社團傾向於集結異質化和較弱

的聯繫，工具性的社團較易將來自不同階級身份地位的人，藉著弱聯

繫，將異質化的個人和團體連結成一個鬆散整合的社會（Breiger 1974; 

Granovetter 1973），故工具性社團參與具有橋樑者的效應。Putnam

（2000）也認為一些鄰里性的社團參與有助於凝聚（bonding），而一些

跨區域的社團參與有助於搭橋（bridging）。

林南（Lin 2001）使用1997年台灣社會變遷資料，企圖將六種社區

協會和七種一般志願組織分別進行因素分析。六種社區協會分成參與

村里團體和參與教會團體兩群。七種志願組織分成專業和政治團體。

再將這四種團體進行二度因素分析，而產生了地方性（local）和全面性

（global）社團的社團參與類型。Lin（2001）發現地方性的社團參與和

民眾特質的差距（range）無關，但全面性的社團參與民眾，其各種社經

特質差距明顯地較異質多元。

主計處社會發展趨勢調查（2003）比較民國88年和民國92年的民眾

社團參與。這個調查發現最近一年（2003年）台灣民眾參與一個及多個

社團的民眾占28.11%，相對是低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結果。再更進一步

地觀察細分類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可看出民眾參與社團比例下降的社

團有職業團體、政治團體、學術文化團體。但不變的甚至成員增加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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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包括宗教團體、學校社團、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醫療衛生團體、休

閒團體和宗親會、同鄉會和校友會。這些資料顯示了，台灣民眾在情感

性社團參與上保持穩定或成長趨勢，但工具性社團參與上則呈現明顯的

下降趨勢。從以上民眾參與不同類型社團比例變遷的趨勢來看，和過去

一些片段的統計資料是不一致的；以上台灣民眾參與情感性和工具性社

團變遷模式的差異，在過去社會學家個案的社會運動組織動員研究中，

也不容易觀察到。

總之，不論是從有關社團參與類型的文獻，或從官方民眾社團參與

統計來看，在理論概念定義和實際資料分類模式上，情感性和工具性社

團的分類是較恰當的。

2.社團參與趨勢分析方法的演進
社團參與變遷研究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時段，分析技術上有不同

的進展。在1980年以前有關社團參與變遷的分析停留在不同時期社團參

與的描述性分析；亦即將不同時段，民眾人口社會經濟地位特質對社團

參與進行交叉分析的卡方檢定，及比較不同時段，這些基本人口社經地

位對社團參與的影響有哪些變化。Hyman and Wright（1971）針對美國

在1950至1970年間的社團變遷進行描述性分析時，發現這段期間，教育

程度高和社經地位高的人，參加社團數目也較多；但考量這些影響社團

參與的人口社經地位特質在時間的變遷上，又發現美國在1960時期時低

地位和黑人對參與社團數目的正面影響力增加。可見，社經地位對於社

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會隨著時間區段有所改變。

而後續一些社會學家使用Putnam（1995）的社團參與變遷資料，企

圖分析時期對於不同類型社團參與的影響效應，也嘗試使用不同的統計

分析方法，常得到不一致的研究結果。Bear, Curtis and Grabb（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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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使用Putnam（1995）的資料，將社團參與類型分成所有的社團參

與類型，和剔除工會與教會的社團參與類型。結果發現，美國教會和工

會在1974-1994年是呈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當沒有納入這兩種社團

參與類型時，美國民眾社團參與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換言之，研究

若不考量參與社團的類型，則很難精確地掌握社團參與在時期上變遷

的模式。 此外，Rotolo（1999）控制年齡和教育水準，將時期當作一個

變項，觀察時期的非線性效應。他發現社團參與趨勢是一個非線性，

在1974-1984年間社團參與是下降，但在1984到1994年間有增加趨勢。

Paxton（1999）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20

年的資料，採取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EM）模型來處理時間、信

任、社團參與等多重指標間複雜因果關係。將時間當作這些結構模型的

外衍變項，結果發現時間變遷趨勢的效果不是那麼明顯。雖然，Paxton 

（1999）使用SEM分析方法，將時間當成一個面向因素，企圖將時間和

社團參與的共變關係找出來，但這樣的分析，仍然無法釐清趨勢變遷分

析中的年齡、世代和時期對依賴變項產生的混淆效應。這種混淆效應會

造成估計係數不穩定（Ryder 1965; Mason and Feinberg 1985）的問題。

近年來，有關年齡─時期─性別趨勢分析技術有些新的突破，故對於許

多社會變遷的趨勢分析，產生很大的影響。

時間趨勢的分析從過去世代分析研究演進到最近興起的年齡─時

期─世代分析（age-period-cohort analysis）。近年來人口學家Yang and 

Land（2006, 2008）針對使用大型長時期的橫剖面調查資料，進行趨勢

分析，他們建議使用年齡─時期─世代分析。長久以來，趨勢分析中有

一些影響成分是需要被拆解，長期趨勢的調查資料中，年齡、世代和

時期之間是有線性關係，某個時間點的時期資料是等於受訪者出生世

代加上年齡。這個線性關係，使得過去使用世代分析時，若將這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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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資料放在同一個層次的分析單位來分析，則會彼此產生高的共線

關係，使得估計誤差大，估計值不穩定。Yang and Land （2006, 2008）

使用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s Model （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

CCREM）來釐清趨勢變遷分析中的世代和時期效應（Raudenbush and 

Bryk 2002）。他們將出生世代分成每五年一個世代，出生世代和時期

可以製作成一個交叉分類列聯表，這個列聯表的方格則是屬於時期與世

代的交叉分層樣本數，當我們合併多重時期的大型調查資料時，每個時

期對應世代的方格次數是不同的。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的層級線性分

析，可以釐清依賴變項受世代、時期和個人差異的影響力。

本研究企圖引進這樣的研究分析方法，來釐清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在

年齡、世代和時期的效應。民眾社團參與會隨著年齡、世代、和時期

而有變化。一般而言，民眾年齡對於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是呈現倒U型

（Erickson 2004），民眾會隨著年齡從20歲到中年呈現社團參與增加，

從中年到老年會逐漸下降的趨勢。不同出生世代的民眾所經歷台灣政

治經濟社會環境是不同的，故出生世代的社團參與行為也不同。政治

民主開放的時代，民眾社團參與比較踴躍；以美國的社團參與變遷趨

勢，1950-1970時期，是美國政治經濟強盛的時代，社團參與增加。從

1974-1984年，社團參與下降，1984到1994年略微上升。換言之，1974

到1984年期間，美國遇到兩次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可見經濟和政治不

穩定的時代，民眾社團參與有下降的趨勢。過去研究社團參與的變遷趨

勢，幾乎都沒有將年齡、世代和時期的效應區分。因此，研究成果會出

現不一致的現象。

本研究若能使用年齡─時期─世代的最新趨勢分析技巧，有效地釐

清世代和時期對於社團參與的效應；緊接著所面臨的問題，究竟是有哪

些社會轉型的力量，較能適當地詮釋台灣民眾在解嚴後的社團參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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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二）社會轉型與社團參與變遷

此外，本研究企圖針對解嚴後二十年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在時期

與世代效應上的社會學意義作一個探索性的文獻回顧與詮釋。本研究歸

納文獻，發現解嚴後的二十年間，影響社團參與在時間變遷上的社會轉

型力量有兩個：民主轉型和高教擴張。

1.民主轉型與社團參與變遷
Putnam（1993, 1995, 2000）一系列的研究主張民眾的社團參與和

有效的民主制度發展是長期互為因果的制度建構過程。亦即民眾社團

參與的程度越踴躍，民主制度的政府組織治理效能越高（Tocqueville 

1961）；政府治理效能高，則更誘使民眾參與社團，關懷監控政府效能

（Fung 2003）。Putnam（1993）主張民眾社團參與變遷模式，是與民

主制度效能互為因果的制度化過程，他嘗試從社會資本與歷史的制度理

性選擇觀點，來分析義大利民眾社團參與和地方民主制度效能之間的長

期動態關係。Putnam（1993）使用12個區域政府制度效率指標，發現

北部和南部區域成對比，北部政府制度表現較佳，北部義大利有歷史以

來，社區市民協會網絡就很豐富，經濟生活較佳，政治制度表現也較

佳。誠如前面文獻已指出，Putnam（1995, 2000）後續使用美國一般社

會變遷調查民眾社團參與資料，揭露美國人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造成

民眾的一般信任下降，及對政府效率監控機制喪失，進而影響民主制度

的發展。

Skocpol（2003）從社會學的角度卻提出對美國民眾社團參與數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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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趨勢不同的解釋。她認為由於美國社團組織越來越朝向菁英和專業的

領導管理，使得會員喪失了民主參與和價值分享的機會，也使得社團中

較少產生跨越階級界限的友誼，故使得原本在社團中多數人參與的集體

行動，成為少數人透過菁英組織管理來從事議題決策和行動。故，人們

藉著社團參與，產生對公共政策的公平參與，進而影響民主政府運作的

效能機制，漸漸喪失；因而促使民眾對社團參與產生疏離，進而導致民

眾社團參與數的下降。

以上這種從民主制度發展和民眾社團參與的宏觀因果邏輯來推理的

社會變遷機制，可說是一種西方社會典型的由市民參與主導的民主制度

發展過程。根據研究東亞民主發展的學者的觀點，台灣的民主制度是

一種民主轉型模型（democratic transition）（Gilley 2008）。Cheng and 

Haggard（1992）認為台灣的政體轉型，是國民黨與反對勢力策略互動

的政治過程結果。台灣的民主轉型模型大致上是從威權統合的路徑依

賴制度轉型而來的（Gilley 2008），基本上是由國家主導的民主轉型。

國民黨政府面對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內部反對運動壓力，及外部國際

地位和經濟危機，在蔣經國政體末期，宣布解嚴，是民主轉型的第一階

段。解嚴後到1990年代，大致上是李登輝掌權的國民黨民主改革期。

1990年李登輝採納學運人士和教授的意見，承諾民主改革，1992年國會

全面改選。這個時期，正是民主轉型理論的社會動員階段。故，這段期

間社會學者投入社會運動與組織動員研究的作品較多。到了1996年，總

統直選，台灣民主轉型走向一個較完整的階段。在1990年代的台灣社

會，社會動員和反對黨的勢力越來越組織化，使得台灣在2000年時，成

功地產生政權移轉到民進黨。政治學者將台灣的民主轉型經驗歸類「混

合國家／社會引導」（mixed state/society-led transition）的民主轉型模

型（Gilley 2008: 225），亦即早期由國家主導改革，繼而社會運動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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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動員和反對黨的社會力促使政權和平移轉的模型。本研究企圖更進一

步，具體地從文獻回顧中，整理出1990到2000年間的社團參與和社會運

動組織研究的發現，及2000年後民進黨執政對民眾社團參與相關的文獻

與論述，以便整理出1990年以後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可能有的解釋策略。

從民主轉型的模型觀點來看，解嚴後1990年代初期，市民參與模式

可說是一個以社會運動力量來挑戰國家威權的「國家發展混合模型」時

期。蕭新煌及尹保珊（1998）便在那個時期，提出台灣公民社會的可能

性觀點；他認為台灣社會運動與資源動員的能量與能力，是有助於發展

直接參與民主的公民社會。根據Diamond（1999）的觀點，公民社會是

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部門，本身具有自我組成與自我支持的能力，是

受到法規與制度規範的社會參與生活場域。台灣即使在1990年代出現明

顯的社會動員與民主改革特質，但仍然是一個國家主導由上而下的民主

轉型模式。Diamond（1999）也認為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民主制度發

展不穩定，未看到民主帶來的效率和國家發展，反而造成市民社會參與

的退縮，以致形成民主倒退的現象。

1990年代是國民黨李登輝執政的時代，國民黨統合的各種團體組織

也漸漸鬆綁；同時，這也是台灣社會運動組織與本土化運動蓬勃發展的

時代。內政部提供的社團組織成員的數目，呈現1990年代初期台灣社團

組織會員快速成長的圖像（王甫昌 2003；林勝偉、顧忠華 2004）。過

去威權體制時，國民黨滲透到各個同業公會和職業工會，台灣的社團參

與在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之下，民眾缺乏自由結社的能力。職業團體

（工會與商會團體）幾乎都被國民黨員的領導幹部控制，無法代表團體

成員的利益，社團主要功能在配合國家政策，會員較少有自主意識（朱

雲漢 1989）。在威權體制瓦解後，這樣的統合侍從主義鬆綁；加上台

灣的勞動力大多屬中小企業，故不利於工會的成長；1990年代可說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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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參與職業團體的工會、商會、農會與漁會等團體下降的時期（李允傑 

1992；蔡東杰 2002: 190）。從社會學家從事的社會運動個案研究中，可

看出由知識份子啟動的環保、婦女和教育改革社會參與是呈現成長的趨

勢。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在解嚴前是由專家、草根力量、和黨外人士啟

動與組織動員的，解嚴政治民主化後到1990年代底，環境運動也漸漸組

織化與制度化（何明修 2000, 2006）。范雲（2003）也針對婦女運動組

織，進行了完整的運動者的傳記記錄資料蒐集與分析，發現台灣婦女運

動的領導者，在1980年代時，便以非草根性的基金會組織形式推動婦女

權益議題；到了1990年代，新一批的婦女運動者，積極地推動性政治和

政黨認同，企圖產生社會更全面的影響力。

統計資料和個案研究都呈現，2000年政權轉移，民進黨執政後，反

而出現明顯的社團參與快速下降的現象，該如何解釋？林亞鋒（2007）

整理台灣1992、1997、2002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社團參與資料，發現

2000年以後民眾參與非地方性社團的數目急速下降。從國內外文獻及研

究成果可歸納出三個解釋方向。一個是當社團組織發展到制度化的階段

所普遍存在的問題。2000年後，當社團數目越來越增加，社團彼此競逐

社團會員，社團要能永續經營，持續發展，社團組織自然要更加組織化

和專業化（李丁讚 2004）。民進黨政府的政策，也朝向讓社運組織朝向

制度化管理及體制化，因此，也陷入Skocpol（2003）所提及的一旦社團

組織走向菁英管理專業化，會喪失民眾民主參與的能力，進而造成民眾

疏離，民眾參與社團下降的趨勢。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台灣民間社團組織和傳統地方派系勢力的競爭

能力。Madsen（2008）發現台灣的社團間的連結效果不強，他也指出

台灣如慈濟的宗教團體的成長、組織與動員能力。台灣地方性和宗教性

社團在2000年後相對穩定，且有成長的趨勢，這和美國民眾參與鄰里和



72　臺灣社會學刊

教會數目下降的趨勢是相反的。這意味著國民黨執政時代，扶植的地方

派系，或以廟會地方宗教為主的地方勢力始終都具有其特殊歷史制度路

徑依賴的影響力量。2000年後，有研究台灣社區公共參與和公民性的田

野研究，發現台灣一些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的專業性組織，進入社區進行

社區改革，專業組織的影響力仍然很難和傳統地方派系與廟會所結合而

成的地方勢力競爭，故社區總體營造的市民組織力量反而最後無法產生

社區改革的功能（吳介民、李丁讚 2005）。也因此，究竟地方派系是

否仍然在台灣的地方政治有影響力，因為使用研究的資料和分析方法的

不同，也有不同的論述。王金壽 （2004）深入地分析某個縣市各鄉鎮

的地方派系發展過程，似乎勾勒出地方派系在選舉動員能力上的衰退，

故使得地方派系展現瓦解的趨勢。然而，徐永明、陳鴻章（2004）使用

1983-2001年區域立委選舉資料，發現地方派系雖然有選舉動員效率降

低的趨勢，但在政黨勢力競逐和議會地位影響力有深化強化的趨勢。也

有個案研究發現，台灣廟會仍然和地方政治動員形成緊密結合重疊的關

係，進而較全面地影響地方居民生活（蔡常斌 2005）。

最後的可能解釋是1990年代台灣社會動員期所生產的社運組織和社

團組織領導人才，在2000年後納入行政系統所造成的影響效果。吳介民

（2002）觀察到，民進黨在2000年執政後，過去從事民間社團組織與民

主運動領導人才，大量投入執政團隊，造成社會改革運動和社會改革議

題，相對地空洞化，故促使民間組織動員能力遞減。這種現象應該也可

以部分解釋台灣在2000年以後民眾社團參與急遽下降的原因之一。

總之，隨著解嚴後，台灣民主轉型從初期的國家與社會混合發展時

期，到市民社會漸漸自主且社團參與朝向組織化與制度化；演進到政權

移轉的新興民主國家，由於民主效率不彰，導致市民參與倒退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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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等教育擴張與社團參與變遷
一個社會高等教育的擴張，有助於社會的現代化與理性化。社會資

本的研究者認為社會的理性化，是可以從人們的社團參與重疊模式和

變遷趨勢來解釋。Coleman認為社會發展是從原初關係發展到法人組織

化的社會。在Coleman的現代社會分析中，人們的社會活動參與，從早

期的家庭和鄰里等「原初的社會結構」（primordial social structure），

進展到許多社會活動都由國家和市場等「組織法人的社會結構」

（corporate social structure）來主導（Coleman 1990: 585）。人們經常

是在各種社團組織活動中，認識新朋友。Völker, Flap and Mollenhorst 

（2009）在荷蘭進行全國性調查，發現荷蘭舊世代的民眾，所參與的家

庭、鄰里和其他各種社團活動，成員重疊。但年輕世代的民眾，則經常

在工作場所和教育機構認識新朋友，這些組織也和鄰里和家庭等場合遇

到的朋友不會重疊。荷蘭的民眾參與社會各種類型的活動場合，越來越

朝向工具性、目的性和特殊性的方向發展。

民主發展的現代化理論觀點，主張市民社會參與的興起，主要是經

濟發展和中產階級興起使然。許多個案研究也證明，台灣在1990年代消

費者運動、環境運動、婦女運動和教育改革運動都是知識份子的中產階

級投入推動的。解嚴後，中產階級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

角色，中產階級藉著參與社團，進行自主且自由的結社並致力於對社會

議題的反省與批判（朱雲漢 1990）。

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在台灣民主運動和市民參與的發展過程中，扮

演關鍵性的角色。台灣早期中產階級主要的組成份子多半是國民黨遷台

帶來的外省籍文官和管理人員；新中產階級則主要以具有專業技能、大

學學歷及管理能力的成員。蕭新煌（1990）主編的《變遷中台灣社會的

中產階級》一書中，多位學者研究企圖勾勒以大學畢業和專業人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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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中產階級對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反應。蔡淑鈴（1990）發現受過大

學教育者和專業人員都認為自己所屬的階級和其他階級間有較高的利害

衝突；但這群高等教育和專業者在支持農民上台北抗議的態度上，相對

地比其他階級保守；但他們仍然關懷公平正義的事務。蕭新煌（1990）

認為這群大學畢業及專業者，具有相當理性現實的性格，對社會改革運

動也樂觀支持，若社會變遷不會帶來壞處，會支持；否則也會選擇撤

退。從這些研究的論述，可以推導出台灣大學畢業的高等教育民眾，從

1990年以來，和其他教育團體比，他們仍然是比較積極參與社團，有助

於市民社會發展的一群人；但由於台灣過去經歷政權移轉和經濟衰退，

政治經濟的不穩定，也影響這些高等教育者在社團參與數目的時間變遷

效應是下降的趨勢。

台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在社會參與上會有世代的差別。從世

代（cohort）的角度來解釋社會行動的差異，在西方文獻上，已經有相

當長的學術傳統。Mannheim（1952）認為一個人所處的世代，就如同

其所屬的階級一般，會賦予個人在社會和歷史時點當中一個特殊的位

置。也因此讓這樣的一群人擁有特別的思考模式。

Inglehart（1990: 56）從西方國家的調查資料中發現二次大戰後出

生的世代，在價值觀和態度上跟先前世代有明顯的差異。戰前出生的世

代，有物質缺乏的經歷，因此重視經濟成長和工作保障。而戰後出生的

世代則比較強調環境保護，以及生活品質的維持，甚至會以犧牲經濟成

長來換取這樣的價值優先性。Putnam（2000: 275）則認為在戰爭時期成

長的人，會終其一生投入市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Davis（2004）

則利用GSS的長期重複性調查資料顯示相對於其他世代，在1960年代進

入16歲年紀的美國民眾，在權威、家庭、言論自由、種族、及性關係方

面，終其一生都保持比較開放的價值與態度。蕭阿勤（2008）指出世



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　75

代、知識份子與台灣公共論述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台灣受過高等教育的

知識份子對於台灣公民社會參與和台灣認同的公共論述上有世代的差

別。在1970年代的大學生在學校社團和社會參與的公共論述上，都呈現

社會服務和民族意識的集體情感。但在1980年代的大學生，則是積極參

與社會改革和推動台灣主體意識論述。1970年代的大學生，則是1950年

代出生的世代。但1980年代的大學生則是1960年代出生的世代。我們認

為這兩個世代與台灣各世代相比，應該是參與社團較多的世代，但1970

年代以後出生的大學生，對於公共參與的投入應該是呈現下降的趨勢。

在台灣社會的發展經驗上，70年代受到一連串如退出聯合國等外交挫折

的衝擊，當時年輕人感受到國家社會生死存亡的危機，從而激發出許多

社會行動（蕭阿勤 2008）。相對於之前和之後的年輕人，這群戰後出

生、在70年代讀大學的世代，在歷史事件的衝擊下，展現出有別於其他

世代的特殊行為模式。

中外文獻也顯示教育程度對民眾社團參與的效應在時期上是有差異

的。Skocpol發現從1975到1995年間，美國大學畢業者平均參與社團數是

比其他教育群體高，但變遷的趨勢是下降的。但其他教育群體的平均參

與社團數目、社團參與比例沒有明顯下降（Skocpol 2003: 187）。張茂

桂（1990）觀察在1987年解嚴前，台灣知識份子在各種類型的社團組織

扮演重要的領導性角色，例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婦女運動組織、環

保組織、勞工組織、及原住民組織等。在1987年後這些知識份子仍持續

投入這些社會改革社團組織，但這些社運組織在解嚴後有較多的政黨人

士投入，使得知識份子從核心漸漸地被邊緣化，進而退縮疏離。

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對大學畢業者參與社團數目的影響效應，在時

期上會有不同的變化。台灣從解嚴後高等教育快速擴充，大學家數從

1986年的16所增加到2008年的102所；學院從1986年的12所增加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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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45所。Gesthuizen, van der Meer and Scheepers（2008）使用2004年

Eurobarometer Survey及層級線性迴歸模型來分析28個國家的調查資料，

探討教育擴張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在個人層次的分析上，發現教育程度

對大部分的社會資本指標都具有正面的影響，但卻對地方性的鄰里互

動和活動參與沒有影響。具體而言，他們發現教育程度高者較會參與社

團，公民意識較強；但教育程度低者，有比較高的地方主義，比較偏好

鄰里互動和參與地方性的活動。在國家層次的分析上，他們發現教育擴

張程度高的國家，國家內部民眾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社會資本的不平等差

異變小。此外，也發現教育擴張會對民眾社團參與機率有正的效應，但

對社團參與捐獻呈負面的效應。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教育擴張程度大，則

會使得這個國家內部的高教育和低教育者比較可能互動，且高教育程度

者帶領低教育程度者加入社團的可能性增高，進而整個國家民眾參與社

團數目會增加。然而，教育擴張對民眾社團參與的研究不但稀少，且仍

然存在不一致的結果，目前找到的文獻也只限於跨國比較研究，缺少長

時期社會變遷資料的分析，本研究企圖從大學畢業者對參與社團數目的

效應在時期上的變遷來探討，也是一個新的探討教育擴張與社團參與變

遷的策略。

三、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和變數測量與描述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合併台灣社會變遷二期一次（1990），二期

三次（1992），三期一次（1995），三期三次（1997），四期一次

（2000），四期三次（2002），五期一次（2005），五期三次（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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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八次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1 這八次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都具有社

團參與資料。其中1990、1995、2000、和2005年是一組完全相同問法

的社會變遷調查問題：請問目前你參加哪些團體？選項有：（1）宗親

會（2）職業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3）宗教團體（4）同鄉會

（5）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6）校友會（7）祠堂、祭祀公

業（8）政治團體（如政黨等）（9）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

商會、學術團體）（10）其他團體。在1992、1997、2002和2007年的問

卷中也有問你目前參加哪些團體，1992和1997年和前述的社團參與類屬

相同。但從2002和2007年的選項設計有些變更，政治團體選項沒有了，

但多了參加哪些政黨的題目。在社團參與的選項上多了社區管理委員會

和社區發展協會。為了能從事八年的比較，1992、1997、2002、2007年

的資料，只要是受訪者有參加政治團體或政黨都只過錄成參加了政治團

體；由於2000年以前，沒有社區管理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協會，故將這個

社團選項歸類成其他社團。本研究在分析時，刪除其他社團，保持八年

的社團參與類屬完全相同；如此，可以從事社團參與時間變遷的比較。

1992、1997、2002、2007年社團參與的問題，我們為了能從事比

較，將政黨併入政治團體，最後使用九種社團參與來分析。當我們將這

八年的社團整理成九組相同的社團，便可以將八年的資料合併成完全一

致的九種類型社團。並進一步地使用Mplus進行探索性類別因素分析，

九個社團參與變項區別出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命名成情感性社團：依

照因素負荷值的大小順序為宗親會、同鄉會、社區祭祀團體和宗教團

1 作者在研究過程中，曾經選擇四個年度資料（1992、1997、2002和2007年）以維

持相等的時間距離來驗證台灣民眾社團參與變遷的趨勢，其分析結果和八個年度結

合的資料相類似。為求時期－世代交叉細格內有足夠的樣本數，進而獲得較穩定的

估計係數，本研究採用八個年度的合成資料作為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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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從前面文獻探討的概念化定義，到客觀的因素負荷值的順序，可定

義這些類型的社團都是強調家族、鄰里和宗教等強聯繫組成的集體情感

強且凝聚力高的社團。第二個因素命名成工具性社團，依照因素負荷值

大小順序分別為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學術團體）、

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政治團體（如政黨等）、職業團體

（如工會、農會、商會）及校友會等由弱聯繫組成的工具性利益團體。

本研究使用到的分析變項有性別（1＝男性，0＝女性）、年齡、大

學畢業與否（以教育年數16和以上為標準）、族群（本省閩南、本省客

家、大陸外省、原住民）。有關於這些基本變項和社團參與的描述性分

析分別在表1和表2。表1是八年資料的民眾平均社團參與數、情感性與

工具性社團參與數、性別、年齡、大學畢業生比例、及族群比例的概

況。整體上說來，性別、年齡及族群的變化並不大，維持著相當穩定的

變遷趨勢。在大學畢業生比例中，1995及1997年以後比例顯著的上升，

1997-2000從9.9%增加到14.8%、2000-2002及2002-2005都以將近4%的比

例增加，最後到了2007年，約有1/4的人擁有大學畢業及以上的學歷，充

分反應出台灣高教擴張的現象。

此外，平均個人參與社團數則呈現下滑的趨勢，在1990-2000年間

相對穩定，但在2000年後開始大幅滑落，到了2005年的時候，幾乎只剩

下前期的一半，但在2007年的時候，有開始回復的跡象。

表2是9個社團在八年中變化的情形，為了較易觀察，區分成情感性

社團以及工具性社團。在情感性社團中，其變化的趨勢較不明顯，約

都在11%-16%間變動，但如果仔細比較個別四個社團，可以發現在宗親

會、同鄉會及祠堂祭祀公業這三種的變化並不大，比例的變動主要來自

於宗教團體，而宗教團體到了2007年的時候，有開始微幅上揚的現象。

在工具性社團中，變化就相當明顯，從1992到2005年止，都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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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滑的的趨勢，從1992年42%的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下降到2005年

僅23%的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的比例，也是到了

2007年的時候，才又往上彈升。仔細觀察個別工具性社團比例的變化，

變動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民眾參與職業團體的比

例，2005年約只剩下1990年的三分之一，從25.1%急遽下降到9.8%，民

眾參與職業團體比例快速下降的趨勢和民眾參與政治團體比例快速下

降的趨勢很類似。民眾參與政治團體的變遷趨勢，應該要分成兩組變

遷時段模式來觀察，亦即分別就1990（7.9%）、1995（6.4%）、2000

（4.6%）、2005（1.5%）（這四年社團題組相同）的變遷模式；以及

1992（20.4%）、1997（16.6%）、2002（7.4%）、2007（8.6%）（這

四年社團題組類似）來比較。在2005年以前，兩個民眾參與政治團體比

例變遷模式都是持續下降的趨勢。前者模式的民眾參與政治團體的比例

普遍比後者模式偏低，主要原因是問卷設計的答項不同使然。2 可見，

在工具性社團的下降主力，明顯的是由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所造成的。

表3是根據樣本的時期以及其世代別製成的交叉表，時期就是每次

調查的年份，而在世代方面，主要是參考人口學的設計，為了使得每

個世代人口數有足夠樣本，以確立模型係數的穩定性，故二次大戰之

後出生者是以10年為一個間距。本研究在合併資料時，只包括20歲到

65歲的人口，將這些人口分成1926-1945（二次大戰前）、1946-1955、

1956-1965（九年國教開始）、1966-1975、1976-1988等世代。在樣本的

調查時期及其世代所形成的交叉表中，可以看到每個人都被歸類為某一

調查年的某個世代別，如此就可以進一步的運用層級線性模型（Hierar-

2 前者的調查中將政黨直接列入政治團體內；而後者則是區分成兩題來問，或僅問

是否參與政黨，後者的參與政治團體過錄是凡參與政治團體或政黨，便是有參與政

治團體，故比例普遍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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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世代（Cohort）和時期（Period）之人數交叉表

世代

（Cohort）

時期（Period）
總計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2007

1926-1945 660 679 379 461 227 185 124 56 2771

1946-1955 719 587 494 624 347 339 371 322 3803

1956-1965 865 750 615 794 535 407 425 452 4843

1966-1975 277 308 343 627 377 376 393 353 3054

1976-1988 0 0 0 60 136 360 512 512 1580
總計 2521 2324 1831 2566 1622 1667 1825 1695 16051

chical Linear Models, HLM）來分析時期以及世代對於社團參與的影響，

其中特別關懷大學畢業者與社團參與的斜率在時期的變遷上是否有差

別。

（二）分析模型的設定

本研究是採用Yang and Land（2008）多層次的交叉分類隨機效

應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CCREM）分析法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他們的分析方法是將大型橫剖面調查

多年重複測量的資料合併，進行年齡─時期─世代分析（age-period-

cohort）。將多年期資料合併後，要建立一個世代和時期的列聯表，行

是時期，列是在不同時期的世代層。

由於時期與出生世代和年齡的線性依賴關係，造成估計方程式的認

定問題（identification problem），人口學家使用加總方式來計算不同時

期，不同出生世代的生命統計指標；但社會學的調查分析單位往往是個

人的。一般人口學的調查，可以使用五年時段為一個區隔，但在個人資

料分析時，我們可以將由出生世代群和時期做成的列連表中的方格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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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期與世代的交叉聚集，這些交叉聚集可以使用層級線性模型的交

叉分類隨機模型方式來估計時期和世代效應，又可以解決年齡、時期與

世代的線性依賴效應。Yang and Land（2006）的方法，在相同時期和出

生世代者分享相同的隨機誤差。若將年齡、時期和世代放在同一層次的

線性關係上來估計，是會造成認定問題。世代和時期組成的群落，放在

第二層次來分析，可以將世代和時期組成的群落視為脈絡的隨機變項。

如此，便可以進行檢定。可以使用層級線性模型的混合模型來估計脈絡

效應。第二層次的脈絡效應採隨機的預設，對於世代與時期的方格不平

衡的條件下，是比較適用的。

本研究企圖針對三個依賴變項（所有社團參與數目，參與情感性

社團數目，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進行分析模型，每一個依賴變

項有三個分析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只有時期和世代效應的原始模型

（unconditional model）。第二個模型是將性別、年齡、族群（客家、

外省、原住民，對照組是本省閩南）和大學畢業當作固定效應，而時期

和世代交叉分類當作第二層。第三個模型則是預設大學學歷不是固定效

應，會隨時期產生隨機效應。本研究決定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

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果之前，是參考了過去的文獻論點和進行了探

索性的統計分析。過去文獻中指出大學畢業者被視為台灣民主改革過程

中重要的中產階級社會力量；文獻中也有主張一個國家高等教育擴張會

有利於民眾社團參與數目增加。此外，本論文在探索性的統計分析上，

嘗試探討大學畢業和時期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是否有顯著的交互作

用，結果發現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不是固定的，而是會

隨時期變化的，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故在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模型

的設定時，才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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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表格呈現的方式將採用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373-398）

的分析步驟，先呈現只有層級一的個人層次和層級二的世代和時期層次

的原始模型，其次再放入層級一的固定效應和層級二的隨機效應條件模

型。最後再加入大學畢業者和時期隨機效應的模型。我們將所有社團參

與數目的第三個模型設定如下：

個人層次：

 所有社團參與數目ijk =β0jk +β1 性別ijk +β2 年齡ijk +β3 本省客家ijk 

+β4 大陸各省ijk+β5 原住民ijk +β6 大學畢業ijk+εijk

第二層次：

β0jk = γ0 +μ0j +ν0k

β6jk = γ6 +ν6k

在上述公式中，β0jk 為個人層次的截距，代表的意思是第j個世代

第 k 個時期的個人平均社團參與數目。而γ0 則為細格層次的截距，表

示全體受訪者的平均社團參與數目；μ0j 為世代j的殘差隨機效應；ν0k

為時期k的殘差隨機效應。此外，

β0j=γ0 +μ0j 代表所有資料合併後的各個世代平均社團參與數目；

β0k=γ0 +ν0k 代表所有資料合併後的各個時期平均社團參與數目；β6jk 

=γ6 +ν6k 代表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會隨著不同時期而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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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現

表4、表5、表6分別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CREM）來估

計影響民眾參與所有類型社團總數、參與情感性社團總數、參與工具性

社團總數的個人層級固定效應係數和世代時期層級的隨機效應變異數成

分。以下將分別描述三個表的係數意涵。

表4模型1是只有估計世代和時期等第二層次的影響民眾所有社團

參與數目的效應的原始模型（unconditional model）。模型1呈現世代

和時期對民眾社團參與總數都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其中世代影響效應

（.038）比時期（.003）來得大。模型2是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

齡、族群和大學畢業等固定效應變項的模型。在模型2中，所有的個人

層次的變項是採用grand-mean centered的估計變數，整個模型的deviance

比模型1減少了781，自由度增加了6，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

的。可見這個模型的配適度（goodness of fit）是比模型1來得好。在模

型2中，控制了個人人口特質變項後，世代的隨機效應減少（變異數

從.038降到.005）。這表示在控制人口變項之後，民眾參與所有社團數

目因出生世代所造成的波動會減少；主要原因是年齡與世代有高度相關

所致，故放入年齡變項後，世代的淨效應便大量減少；但時期效應反而

突顯出來，且呈現顯著增加的現象（變異數從.003上升到.014）。放入

所有的人口變項後，模型2中的世代和時期對民眾參與所有社團數目的

效應仍然是顯著的，且更能真正呈現時期比世代大得多的事實。

模型2中的固定效應呈現男性比女性參與社團數目多；年齡越大，

參與社團越多；本省客家、大陸各省、和原住民都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

參與社團數目較多；大學畢業以上者比其他教育程度者顯著地參與較

多社團。模型3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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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社團參與的層級線性模型，1990-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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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情感性社團參與的層級線性模型，1990-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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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工具性社團參與的階層級線性模型，1990-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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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世代和時期的效應仍然顯著。模型3的deviance比模型2少了39，增

加了2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仍然是顯著的，可見模型3比模型2

配適度更佳。在模型3個人層次的固定效應，大致上和模型2類似，僅教

育程度對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更加顯著，這意謂著大學畢業和時期的交

互作用是顯著的，因此，模型3考量大學畢業與時期的交互作用時，大

學畢業的主效應更加顯著（從.270增加到.287）。至於在表4的模型2和

模型3當中1990年到2000年間的時期效應從顯著的正向係數轉變到不顯

著，而且在2000年之後，時期效應進而再轉變成顯著的負的效應。可看

出時期對民眾社團參與數目影響的效應是穩定的下降，每一個時期群組

是和時期層級的截距（或群組平均數）來比較。明顯可見1990、1992、

1995年等時期民眾參與社團數目顯著地比所有時期群組的平均值多，故

效應也比平均值高；到了1997和2000年時, 民眾參與社團的數目已趨近

所有時期群組的平均值，故效應呈現與平均值沒有顯著的差異。過了

2000年以後，2002、2005、和2007年時，民眾參與社團數目顯著地比所

有時期平均參與社團數目來得低，故效應呈現顯著負的效應；但到了

2007年時較低的趨勢有減緩的現象。

表5呈現解釋民眾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模型。模型1是只有估計世

代和時期對民眾所有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模型1呈現世代和時

期對民眾情感性社團參與總數有顯著的影響力，但時期的效應反而比世

代來得小。從前面描述性的資料上已經發現台灣民眾在情感性社團參

與數目上，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模型2是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

齡、族群和大學及以上等固定效應變項的模型。在模型2中，整個模型

的deviance比模型1減少了309，自由度增加了6，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

是顯著的。可見加入個人特質固定效應的模型的配適度是比模型1來得

好。同表4的發現，在表5的模型2中，控制了個人特質變項後，由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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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與世代的相關，當年齡被控制後，則世代對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

的淨效應便比時期來得低。模型3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

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模型3的deviance比模型2少了1，卻增加了2個自

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模型3沒有比模型2更加顯著配適，還多用了兩

個自由度。故解釋民眾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使用第2個模型即可。在

模型2中，大學畢業與否和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無關。男性比女性參與

情感性社團數目較多，年齡越大，參與情感性社團越多。本省客家、大

陸各省、和原住民都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較多。

表6是呈現影響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效應。模型1仍呈現世代

比時期對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效應來得大。模型2加入了個人層

次的性別、年齡、籍貫和大學畢業及以上等固定效應變項的模型。模

型2的deviance比模型1減少了812， 自由度增加了6，若使用卡方分配檢

定，是顯著的；可見這個模型的配適度是比模型1來得好。誠如表4和表

5一樣，在模型2中，控制了個人特質變項後，時期對民眾的工具性社團

參與數目的效應反而比世代來得大。模型2中呈現男性比女性參與工具

性的社團數目較多；年齡越大，參與工具性社團越多；本省客家、大陸

各省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較多，但原住民參與工具

性社團數目和本省閩南民眾沒有顯著差別。大學畢業以上者比其他教育

程度者顯著地參與較多工具性社團。模型3將大學畢業對工具性社團參

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時期的效應仍然比世代大。模型

3的deviance比模型2的少了59，增加了2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仍

然是顯著的，可見模型3比模型2配適度更佳。在模型3個人層次的固定

效應，和模型2比變動不大，僅有教育程度對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效應

增加幅度較大（從.251增加到.267）。

本研究更進一步地將模型中的平均殘差效應（average res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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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以圖示呈現，圖1、2、3、4分別是世代、時期、年齡和大學畢

業與時期交互作用對參與所有社團數目、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和參與工

具性社團數目的平均殘差效應。

圖1　社團參與的世代效應

圖2　社團參與的時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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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世代效應：1946年以前（二次大戰

前）出生的世代整體參與社團數目偏低，1946-1955及1956-1965世代

是社團參與數目最多的世代（表4），之後的世代參與社團數目持續下

圖3　社團參與的年齡效應

圖4　不同時期大學文憑對社團參與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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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946-1955年出生的世代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世代，1956-1965年出

生的世代又經歷了九年國教的教育擴張。1965年出生的世代在青壯年

時期，經歷了台灣政治解嚴和國會議員全面改選，1987年政治解嚴這

個世代的人22歲，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時，這個世代的人27歲；可見

1956-1965年出生世代的人口是台灣社團參與數目最多，最積極參與社

會改革的世代。1966年以後出生後的世代在青壯年時期經歷了一連串

的經濟（東南亞風暴和2000年的網路泡沫經濟）和政治劇變（政權移

轉），參與社團數目持續降低。然而，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世代的效

應上，看起來沒有太大的變遷，相當穩定。不同世代參與工具性社團的

效應仍然和整體參與社團數目的效應模式類似，呈現倒U的曲線，早期

出生和晚期出生的世代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較少，1956-1965年出生的

世代仍然是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最多的世代。

圖2呈現三種類型的社團參與的時期效應：民眾參與社團的總數在

時期的平均殘差效應變遷模式上，變化最大的時期是在2000年到2005

年；圖2中可看出2000、2002、2005年間的時期平均殘差效應巨幅下

降。2000年前，僅有微幅下降的趨勢，2007年有微幅上升的趨勢。若參

照表4來看，在1995年以前，雖然時期對整體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係數

有些微下降的趨勢，但時期的效應仍然是保持正效應（例如：模型3的

時期效應1990、1992、和1995年分別是.118，.106，.093）。反之，民

眾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不同時期的變遷上變化不大，若要對照表5的

時期效應係數來看，可看出時期對情感性社團參與的效應，上下起伏不

大；可見過去二十年，民眾在情感性社團參與上是相當穩定的。民眾工

具性社團的參與數目的時期效應殘差變遷模式類似整體社團參與數目時

期效應殘差變化；從2000年以後快速下降，在2007年才略為回升。

圖3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年齡效應：民眾從20歲到50歲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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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對整體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平均殘差效應持續增加，之後，便

呈現沒有明顯變化的趨勢。但年齡對於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的平均

殘差效應，雖然仍然是隨年齡增加而微幅增加，但增加幅度很小。

圖4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大學學歷與時期隨機效應的估計值：3 

大學畢業者在整體社團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跨不同時期的估計值曲線

是平行的。換言之，台灣大學畢業者的整體社團參與數目和工具性社團

參與數目在時期上的變遷模式是相當類似的。從1992年以來，台灣大學

畢業者整體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便開始下降，2000年後又持續下降，

近年來下降趨勢減緩。大學畢業者對參與情感性社團的隨機效應是不顯

著的（如表5的模型3所顯示），即大學畢業者在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

時期上沒有變遷。

整體而言，從1990年以來台灣民眾社團參與數目下降的趨勢，可說

是因為台灣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變遷模式所致。更有趣的是，這

個下降的趨勢對受過高等大學教育者而言，是更加明顯。

五、結論與討論

首先，本研究發現台灣在解嚴後，只經歷很短暫的民眾社團參與成

長時期，便逐漸地持續下降。若從美國第二次大戰後民眾社團參與數目

的變遷資料，可看出：美國的民主政治發展，是經歷1950-1970年很長

一段民眾社團參與增加的歷史發展經驗，一直到1970年以後才有下降的

3 大學學歷對社團參與數目具有正向的固定效應影響力，但這個影響力隨著時期呈

現隨機效應，且時期的隨機效應在整體社團和工具性社團參與上是呈現負向的變遷

趨勢。故在圖4上，本研究使用大學固定效應加上時期隨機效應的殘差估計值來圖

式，以便於理解大學學歷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實質效應在時期的變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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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反觀台灣民眾的社團參與成長的經驗太短，僅有1990和1992年呈

現成長趨勢；在1995年到2000年間，經歷了東南亞風暴和國民黨的分裂

等經濟和政治的不穩定，民眾參與社團的數目便持續下降。經過嚴謹的

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時期和世代對民眾社團參與數目都產生顯著的

影響效應；當控制年齡變項時，時期效應又較世代效應來得大。大學畢

業者對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的變異上不明顯，但大學畢業者對工

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的變遷上卻很顯著；具體而言，大學

畢業者從1990年代初期以來，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便顯著地下降。

世代的效應比時期弱，但仍然能夠顯著地解釋台灣民眾社團參與

數目的效應。過去學者指出台灣1970和1980年代的大學生或知識份

子，對台灣社會運動和民主改革都是具有貢獻的世代；本研究也發現

1956-1965年出生的世代社團參與數目最多，這個世代的人上大學的時

期應該是1974-1983，故可間接地解釋了1956-1965出生的世代是最積極

投入社團的世代。

時期對台灣民眾社團參與數目的變遷趨勢產生較大的效應。過去學

者使用內政部公布的社團社員資料，呈現了和本研究相反的變遷趨勢。

本研究的貢獻是，使用從1990年以來八年的全國性代表樣本，來釐清台

灣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世代與時期效應；特別是指出了大學畢業者

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隨著時期逐漸減少。這樣的結果也

意謂著台灣的民主轉型仍然沒有穩定的市民社會參與作為基礎；從1990

年野百合學生運動到1992年的立委全面改選間，可說是民眾參與社團

的高峰期；之後，便緩慢下降，到2000年後政權轉移，則快速下跌。

2000年後民眾社團參與數目快速下降的趨勢，一方面可以呼應吳介民

（2002）克勞賽維茲魔咒論，亦即是1990年代台灣社會動員期所生產的

社運組織和社團組織領導人才，在2000年政權轉移後，納入行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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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造成民間組織缺乏領導動員人才，這種現象應該也可以部分解釋台灣

在2000年以後民眾社團參與急遽下降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可以支持

Diamond（1999）東亞新興民主的公民民主制度不易鞏固的論點。

此外，若根據Gesthuizen, van der Meer and Scheepers（2008）的研究

發現來推論，照理說，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應該是對市民參與的提升

有幫助，也期望對台灣民主的發展和效率能夠提升。但本研究結果指出

台灣大學畢業者對參與社團總數和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影響效應，隨

著時期呈現下降的趨勢。過去十年的高等教育擴張，使得台灣大學畢業

民眾到2007年，已達到1/4的樣本人數，但這些中產階級的主要構成者，

社團參與數目下降得很快。這樣的發展趨勢會令人擔心不利於健全民主

市民社會的發展。當然，台灣大學畢業生的快速增加，並沒有如預期地

創造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帶領低教育程度者來參與社團的現象，進而提升

全民社團參與的程度；未來仍需要更進一步地研究來探討高等教育擴張

為何無法提升民眾社團參與的可能原因。

從1990年以來，台灣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的變化不大，但參與

工具性社團數目卻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樣的變遷模式究竟有哪些社會學

意涵？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中，主要以參與宗教團體比例較高；台灣民

眾面臨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參與宗教性的社團的比例相當穩定，可

見，民眾參與宗教社團的意涵是需要更進一步討論。台灣的宗教活動

大致上是以廟會為核心的宗教參與活動。這些宗教活動往往是社區事

物、政治地方派系活動的核心，地方政治首長也擔任廟會中重要職務

（蔡常斌 2005）。選舉時，廟會和宗教組織往往是資源動員很重要的管

道。傳統鄰里社團靠著地理親近性，參與社團的成本很低，且具有凝聚

（bonding）的效果。台灣在解嚴後，社區營造的專業人士，進入社區和

傳統地方派系產生權力競逐時，地方派系若和廟會等地方祭祀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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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這些具有建構地方公民參與和公民性目的的參與者往往是無法和

傳統勢力抗衡（吳介民、李丁讚 2005）。Putnam的研究發現美國社團參

與的社會資本明顯下降的趨勢是由於鄰里的社團參與下降；但過去二十

年，台灣民眾情感性的社團參與沒有顯著的變遷趨勢，也可以說情感性

社團反而是台灣過去持續存在穩定不變的民間社會參與力量。本研究的

發現，意涵了台灣在短短的民主化發展過程中，過去傳統廟會和地方派

系的地方勢力仍然是一個很強大的制度慣性；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

級偏好參加的工具性社團的力量，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在邁向以市民

社會為主力的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這將是台灣需要面對的一個潛在問

題。

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期望能降低地方性較封閉的社團參與，增強

高教育或中產階級者社團參與的角色功能。學者都認為能健全民主政治

發展的市民社會，是需要仰賴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社會參與，才能使

市民社會更加成熟。台灣過去二十年來雖然高等教育人口急速擴張，但

反而在社團參與上出現衰退趨勢，使得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的公

共性與市民政治反而萎縮。許多個案質化研究也一再指出台灣過去二十

年的民主發展，市民社會的公共性不強。台灣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的數

目保持穩定的趨勢，情感性社團參與會強化血緣、地緣和宗教的集體情

感，是具有較封閉的社會控制連結（bonding）效應，而缺乏多元包容的

鬆散結合跨地方性團體的橋樑性（bridging）連結的效應。這樣的社團

參與模式不利於多元包容的溝通發展。

最後，本研究在有關於大型調查的社團參與問題設計上，有些建

議。大部分的全國性調查有關社團參與的題目，都只有問過去一年或目

前是否有參與某些社團。換言之，我們這樣的詢問方式，是可以掌握近

期的社團參與的行動。使用內政部的社團成員資料應該是比較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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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這些資料，無法測量人頭會員，也無法測出這些會員近來是否

有參加社團活動的行動。西方大型調查有關社團參與的問題，都是採用

詢問社團類型。有關社團類型的分類要一致，本次研究為了將八年資料

合併，在政治團體和其他團體上作了些微的調整。但期望以後台灣社會

變遷調查問卷設計時，在社團參與的問題設計上要考量長期比較的目的

而設計。本文在分析民眾社團參與程度是僅使用參與社團數目、參與情

感性社團數目和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但Putnam和Skocpol還使用了許

多其他參與程度的指標，建議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未來在社團參與的面

向上，能增加參與程度和可以解釋民主參與的政治行動等題目，以便市

民參與和民主社會的政治參與的理論驗證得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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